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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或出于晋升竞标赛的需要，或出于对创新发展的内生需求，都积极动用有形之手推动创新发展。但财政分权体制下，具有不同财政支出偏好的地方政府，其财政支出结构和支出效率各有千秋。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Tobit方法，从创新价值链角度入手，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支出效率为中介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两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与途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于成果转化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对科技研发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影响不显著；财政分权越大，地方政府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越强，但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效率关系的显著性受财政支出结构和支出效率的间接影响：一方面，财政支出结构所起到的中介效应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并且政府对研发阶段的支持偏好导致该阶段存在相对更大的遮掩效应；另一方面，受制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锦标赛制和换届导致的政策不连续性，财政分权会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从而对双阶段区域创新效率均产生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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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stage mediating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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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country, local governments actively use tangible hands to promot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either out of the need of promotion competition or out of the endogenous demand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However, under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local governments with different fiscal expenditure preferences have different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s and expenditure efficienci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9, this paper adopts Tobit method to construct an econometric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value chain and takes the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and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s as intermediate variable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approach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the two-stage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direct effect o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he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stage,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he r&d stage. The indirect effec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tructure covers up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hiding effect is great in the stage of r&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ill reduc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will inhibit the two-stage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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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国家强盛、民族进步的根基与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并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到2035年实现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十四五规划”中也再次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兼顾市场和政府作用，研究如何提升区域创新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体制下，财政分权体现了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主观能动性，因而成为代表地方政府“有形之手”驱动创新的重要指标。在探究财政分权会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怎样的影响时，大多研究从整体视角切入，实际上财政分权对于不同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或许存在异质性。而且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也会存在多样性，除了直接效应，也可能存在间接效应。在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支出效率是最为重要的两个中间因素。财政分权对于不同的区域创新阶段会产生不同影响吗？导致影响差异性的原因是什么？在财政分权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支出效率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作用是否也存在创新阶段的异质性效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探究财政分权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机制和路径，对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政府对于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进行指令性行政管理，保障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经济利益的一致性，有效地对我国财政进行统收统支。但长此以往中央政府所需承担的财政压力也会骤增。改革开放后，我国对财政分权体制进行了两次大改革。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尝试用财政包干制来协调央地政府间的利益关系，但结果并不尽人意。第二次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提出，使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得到进一步的规范。基于分税制的框架，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体系。
1.1 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
目前，学术界针对于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效率形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成果。一部分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可以提升区域创新效率水平。中国式财政分权体系下，地方政府拥有较强的自主性[1]，对于区域的规划建设、招商引资等问题上更具有决策权[2]，因而有利于区域创新发展。且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发展、资源储备、地理环境、人力水平、产业结构等情况掌握得更加全面具体，在信息搜集与整理等方面也更为便捷，可以有针对性的规划本地的财政收支，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使之更加灵活、更加有效[3-5]。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以及中央政府对区域科研创新活动所提出一些硬性要求，地方政府逐步从传统的“为增长而竞争”逐步向“为创新而竞争”转变[6]，地方政府纷纷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和增强企业创新补贴力度，减轻企业的研发成本，进而有效缓解“创新惰性”的负面影响[7]，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虽然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央政府的压力，地方政府也更有财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弊端，另一部分学者发现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8-9]。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对于区域创新的财政支持不可能无限度的发挥作用，过度的支持会产生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导致创新资源的冗余浪费。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会阻碍区域创新效率水平提升。在“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具备双重身份，既承担着中央政府代理人的角色，又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作为中央政府代理人，地方政府需要加强财政支出预算管控，可用于创新的资金有限，导致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受阻[10]。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地方政府为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而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导致市场分割和寻租行为[11]。一些地区在加大财政投入后，甚至还会形成“虹吸效应”，吸引邻近地区的人才、资本等要素向该地区集中，这会对邻近地区的创新活动产生负面影响[12]。此外，在晋升锦标赛机制下，地方政治官员为在政绩考核中脱颖而出，通常只重视自己任期内所在地区经济增长情况，于是倾向于投资能拉动经济增长、回报周期短、风险损失低的基建类项目，而对于长周期、高成本、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并不重视。政府“重生产、轻创新”的自利性投资偏好，成为市场风向标，导致区域内的经济主体跟风投资政府所偏好的项目或产业，进一步使得区域创新投入严重匮乏，区域创新活动规模缩减。随着公共资源配置权利的扩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和基建支出等不断上升[13]。甚至一些政府会主动干预辖区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刺激短期收益的增长。加之一些官员的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等行为，导致区域创新过程中市场与政府的“双失灵”。虽然中央政府也会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与考核，但我国这种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督机制所耗费的成本过高，而且所反馈的信息也十分有限，难以遏制地方政府官员的短视近利行为[14]。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存在负向作用
1.2 财政支出效率在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的作用
财政分权对于区域创新效率并不是简单的直接作用，还会通过一些中介变量来影响区域创新活动。现有研究表明，财政分权会对地区FDI竞争、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公共支出供需匹配指数、居民消费水平、产业集聚程度等产生不同的作用，进而影响区域创新[15-18]。但本文认为，与财政支出密切相关的两个因素，财政支出效率和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会对财政分权影响区域创新产生间接效果。受制于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差异，不同区域之间往往追求不同的长短期发展目标，而各地政府在资金支撑实力和财政管理能力上的参差不齐，使其在回答“区域创新如何开展？政府支持力度如何把控？资源利用率怎样提升？”等问题时，必然会有不同答案。
财政分权在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权利大幅提升的同时，也拉开了不同地区间的财政支出差距，从而导致不同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上不尽相同，最终体现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差异。目前，我国各地政府的支出效率就存在显著的差异，且大部分省级政府的支出效率较低[19]。这可能是由于我国政府官员的更替较为频繁，加之官员们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发展理念等均存在差异，导致官员们在任期内的资源分配、投资决策、战略目标等也存在异质性。从既往经验来看，政府官员换届的过渡期中，新任官员考虑到若继续实施原有政策或投资，只是为前任官员做“嫁衣”，并不能增加自身的绩效，所以上届政策中断、投资终止等情况多有发生，转而实行新政策，这种政策的不连续性就导致财政支出效率的下降[20]。并且，财政分权的实施加剧不同地区间对创新资源的争夺，以致区域内资源储备过度，拉低财政支出效率。但也有学者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更明晰当地居民的需求与偏好，财政政策更具针对性，因而财政支出效率也得到提升。对比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在计算财政支出效率时所采用的指标体系、测度方法等均存在差异，所以导致测度结果不一致。像刘海兵等[21]在测度财政支出效率时，以人均财政支出作为投入指标，产出类指标考虑经济建设、民生发展、社会稳定3个方面下的12个指标，而崔志坤等[22]则主要测度教育和医疗类的福利性支出效率，所以人均教育和人均医疗支出之和作为投入指标，产出指标也主要考虑教育和医疗方面的供给情况。正因为财政支出效率测度的区别，导致其在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效率间所起到的作用有所差别。以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出效率为例，其效率的提升会为区域创新打造良好的环境，有助于加快创新进程；但对于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过度，会对科研创新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区域创新水平提高[23]。
通过上述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财政分权会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不利于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1.3 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的作用
此外，财政分权不仅仅造成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支出效率的差距，更造成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差距。从目前学者们研究成果来看，一部分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会促进地方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支出，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会降低地方政府在创新方面的支出。形成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是如何判定科技创新支出的性质？当将科技创新投入被归为生产性公共物品支出时，地方政府认为其有助于刺激区域经济的增长，因而加大科研投入，但若认定其为非生产性公共物品支出时，政府认为其具有强外部性和高风险性，就可能减弱相关方面的支出力度，转而投向其他的生产性公共物品支出。财政分权早期，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激励下，政府官员的短视近利行为，使得各地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都大体表现为“重生产性支出，轻非生产性支出”的扭曲特征，并且各地政府间的“恶性”竞争，这种财政支出的扭曲愈演愈烈[24-25]。不仅如此，上下级政府之间也存在纵向的财政竞争，地方政府不具备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全国大部分的财政收入由中央政府所掌控，而地方的财政支出又大多来自其本级政府，这就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不平衡。部分地方政府为缓解寅吃卯粮的尴尬，不得不通过举债进行融资，这也造成了可用于创新的资金吃紧[26]。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幅减轻地方政府收支平衡压力。而且，随着“唯GDP”理论的过时，我国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指标也更加全面具体，其中就包含科研创新方面的绩效，从而激励地方政府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在有效缓解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27-29]。
通过上述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财政分权会提升地方政府在科技方面的支出比例，有利于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bookmark: _GoBack]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学者们所选取的财政分权衡量指标的差异，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也大相径庭，所以财政分权科学合理的设定也往往是研究的关键所在。部分学者选择从财政收入分权或支出分权单一指标进行衡量，但也有学者考虑到仅采用单一指标刻画中国式财政分权可能并不全面，所以构建不同的指标体系对财政分权进行衡量。鉴于信息的缺乏与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程度，本文以财政支出分权进行研究。现有研究虽对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以往学者们研究财政分权对于区域创新的影响时，大多将区域创新过程看作整体，且常以创新产出指标来衡量其区域创新水平的高低，研究设计的严谨性有待提高；2.既有研究文献大多仅从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补助角度去研究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而忽视了财政支出效率所起到的间接影响，这使得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研究并不全面，研究结论也容易产生偏差。
鉴于此，本文将深入研究财政分权对于不同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机制。首先，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将区域创新过程划分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分别探讨财政分权对于两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哪些差异。然后以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支出效率作为中介变量，分别研究中介变量在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并比较在相同的中介变量前提下，财政分权对于两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又有何分别。

2 指标选取与模型方法
2.1 区域创新效率的测度
早期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将区域创新过程看作“黑箱”，默认其内部运作是完全有效的，仅考虑整体的投入和最终的产出，这可以有效的简化研究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区域创新过程是既复杂又漫长，其包含理论探索、市场调研、科技研发、产品试用、用户反馈、批量生产等步骤。所以本文基于Hansen等提出的“创新价值链理论”，将区域创新的过程划分为“科技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然后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双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进行测度。第一阶段采用传统的DEA模型——BCC模型进行测度，第二阶段构造相似SFA模型，将第一阶段所得结果中的投入松弛变量作为SFA模型的因变量，环境因素作为自变量，根据所得结果对原始投入指标进行调整，以剥离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的干扰，确保各决策单元所处的环境条件是相同的。第三阶段将原始投入指标数据替换为经第二阶段调整后的投入指标数据，再次采用BCC模型计算最终的效率情况。
在区域创新效率指标体系的构建中，科技研发阶段的投入指标选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R&D人员全时当量、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R&D经费内部支出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这三个指标；科技研发阶段的产出即为中间产出，选择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这两个指标；成果转化阶段的投入指标在考虑中间产出的基础上，还增添了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以及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技术改造和购买国内技术的费用；成果转化阶段的产出为最终产出成果，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技术市场成交额。
但并不是要素投入就一定会有产出，而且不同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等也会对区域创新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本文综合考虑区域的宏观经济条件、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支持力度这三个方面的环境变量。其中，宏观经济条件用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对外开放水平用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政府支持力度用各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所占比例衡量。区域创新各阶段的投入产出指标及环境变量指标如表1所示。
考虑到资本投入具有一定的累积性，需对两阶段投入指标中的基于研究和应用研究的R&D经费内部支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试验发展的R&D经费内部支出以及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技术改造和购买国内技术的费用，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预处理，转化为资本存量指标。其次，考虑到区域创新过程中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一定的时滞性，所以设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滞后期为1年。即科技研发阶段的投入指标选取2011-2017年，环境变量选取2011-2017年，产出指标选取2012-2018年；成果转化阶段的投入指标选取2012-2018年，环境变量选取2012-2018年，产出指标选取2013-2019年。
表1 区域创新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标准层
	指标层
	符号

	科技研发阶段
	投入指标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R&D-P1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R&D-E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万元）
	CNP-E

	
	产出指标
	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项）
	PT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项目数（项）
	CNP

	
	环境变量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GDP

	
	
	政府科技支持力度（%）
	GTech

	
	
	对外开放力度（%）
	Open

	成果转化阶段
	投入指标
	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项）
	PT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项目数（项）
	CNP

	
	
	试验发展的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R&D-P2

	
	
	试验发展的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R&D-E2

	
	
	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技术改造和购买国内技术的费用（万元）
	RTech

	
	产出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CNP-I1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Tech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万元）
	CNP-I2

	
	环境变量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GDP

	
	
	政府科技支持力度（%）
	GTech

	
	
	对外开放力度（%）
	Open



2.2 变量选取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分权（fd），即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在债务安排、税收管理和预算执行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双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一般都涉及财政的投入，所以借鉴王文剑等（2007）研究中对财政分权指标的设立，用本级人均地方财政支出/[本级人均地方财政支出+本级人均中央财政支出]进行表示财政分权程度。
本文的中介变量是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和结构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中本文的财政支出结构重点考察地方政府对于科学技术的支持力度，用地方政府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代表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指标（Support）。本文的财政支出效率参考陈诗一等（2008）的研究方法进行测度，只考虑单一投入和产出的情形，其中单一投入指标用各省份的人均财政支出（元/人）来表示各省为提供公共服务所消费的资源。但单一产出指标很难直接度量，所以需要构建一个反映地方政府产出的综合性指标。具体指标的选取，详见表2所示。为消除不同单位的影响，所有数据均进行标准化处理，即观测值除以其自身均值。各类一级产出指标是由其下属的标准化二级产出指标简单加权平均而得，最后将各类一级产出指标简单加权平均得到单一的总产出指标。在确定好单一投入和产出指标后，采用DEA方法去测度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Efficiency）。
本文的控制变量考虑经济发展水平（gdp），区域产业结构（industry），人力资本水平（people）、基础设施水平（base）、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城镇化水平（urban）、对外开放水平（open）。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区域产业结构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采用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的对数表示；基础设施水平用邮电业务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用金融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与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表示；对外开放水平用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
表2 财政支出效率产出指标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产出指标
	基础设施
	农村用电量/乡村人口数

	
	
	有效灌溉面积/总面积

	
	
	公路里程/年末常住人口

	
	
	邮电业务总量/年末常住人口

	
	社会保障
	年末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年末失业保险人数

	
	
	年末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教育
	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年末常住总人口

	
	
	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年末常住总人口

	
	
	普通高中和普通初中专任教师/年末常住总人口

	
	
	普通小学专任教师/年末常住总人口

	
	
	特殊教育专任教师/年末常住总人口

	
	卫生医疗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




2.3 数据来源
基于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数据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选取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西藏、香港、澳门、台湾部分指标缺失，故将其略去）作为研究对象，相关指标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EPS数据库等。
因区域创新效率的测度过程考虑了投入与产出的滞后性，所以最终效率值按产出时间记录，即科技研发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值是2012-2018年，成果转化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值是2013-2019年。财政分权指标是从财政支出角度进行刻画，所以双阶段财政分权指标的时间选取与双阶段区域创新效率投入指标的时间选取相一致，其余变量的时间选取与双阶段区域创新效率产出指标相一致。即科技研发阶段的财政分权指标选择了2011-2017年的数据，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均选择2012-2018年的数据；成果转化阶段的财政分权指标选择了2012-2018年的数据，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均选择2013-2019年的数据。
表3 区域创新效率评价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平均值
	标准差
	个数
	数据年限

	R&D-P1
	528 152
	3 039
	69 299
	105 434
	119 545
	210
	2011-2017

	R&D-E1
	24 531 234
	86 453
	1 689 114
	2 710 056
	3 595 900
	210
	

	CNP-E
	88 921 888
	167 979
	6 294 534
	11 927 212
	16 308 226
	210
	

	R&D-E2
	87 637 056
	238 497
	9 353 888
	1 531 7431
	17 865 949
	210
	2012-2018

	R&D-P2
	677 269
	2 274
	67 400
	103 152
	125 288
	210
	

	RTech
	40 518 972
	198 341
	6 606 658
	9 488 273
	7 987 524
	210
	

	PT
	53 259
	91
	3 974
	7 829
	10 515
	210
	

	CNP
	121 523
	103
	7 586
	13 389
	19 321
	210
	

	CNP-I1
	435 925 344
	94 832
	37 095 472
	60 597 028
	81 317 009
	210
	2013-2019

	Tech
	6 289
	0.660
	128.860
	416.580
	855.030
	210
	

	CNP-I2
	120 177 432
	262.380
	2 784 240
	11 209 912
	21 385 218
	210
	

	GDP
	153 095
	16 165
	41 818
	49 958
	24 969.840
	240
	2011-2019

	GTech
	0.570
	0.070
	0.210
	0.240
	0.130
	240
	

	Open
	0.950
	0.000
	0.060
	0.120
	0.170
	240
	


表4 中介效应检验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平均值
	标准差
	个数
	数据年限

	fd
	0.937
	0.787
	0.855
	0.860
	0.037
	240
	2011-2018

	Support
	0.253
	0.106
	0.186
	0.185
	0.031
	240
	2012-2019


	Efficiency
	1.000
	0.143
	0.475
	0.501
	0.202
	240
	

	Ln(gdp)
	12.011
	9.873
	10.730
	10.798
	0.428
	240
	

	industry
	0.587
	0.160
	0.421
	0.409
	0.078
	240
	

	people
	5 534
	1 133
	2 420
	2 616.996
	776.412
	240
	

	base
	0.236
	0.020
	0.038
	0.056
	0.042
	240
	

	finance
	0.185
	0.027
	0.068
	0.073
	0.030
	240
	

	urban
	0.942
	0.354
	0.569
	0.583
	0.121
	240
	

	open
	0.859
	0.000
	0.054
	0.114
	0.159
	240
	



2.4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中介效应的模型如下，常采用逐步回归法（Baron&Kenny，1986）进行检验，具体检验流程如图1。公式1中的系数c为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总效应；公式2中的系数a为自变量X对中介变量M的效用；公式3中的系数c’是在控制了中介变量M的影响后，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直接效应，系数b是在控制了自变量X的影响后，中介变量M对因变量Y的效应；α1、α2、α3是回归残差。

		（1）

		（2）

		（3）
其总效应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之间存在如下关系，具体检验流程见图2：

		（4）
[image: D:\程亚男\论文\中介效应逐步回归黑白.png中介效应逐步回归黑白]
图1 中介效应逐步回归示意图
[image: D:\程亚男\论文\中介效应流程图黑白.png中介效应流程图黑白]
图2 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图
基于此，本文设定的基准模型如下：

		（5）

		（6）

		（7）

		（8）

		（9）

		（10）

		（11）

		（12）
上述公式中的和分别表示科技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表示财政分权；和均为中介变量，分别指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支出效率；表示对外开放水平指标；表示人力资本水平指标，即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的对数；表示基础设施水平指标；表示城镇化水平指标；表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表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表示产业结构水平指标；为误差项，为截距项。
以科技研发阶段的研究为例，依据中介效应逐步回归法检验的思路，本文第一步先检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即对公式5进行检验，无论系数是否显著，都需进行后续检验。第二步，依次检验公式6的系数（或公式7的系数），公式8的系数（或公式9的系数）。如果和都显著（或和都显著），则间接效应显著，转到第四步。如果和中（或和中）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进行第三步检验，即用Bootstrap法检验。若显著，则说明间接效应显著，进行第四步；若不显著，则停止分析。第四步，是检验公式8（或公式9）中的系数（或）是否显著，若不显著，则说明只有中介效应；若显著，则说明直接效应存在且显著，进一步比较系数（或）与ab乘积的符号。若同号，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财政分权通过影响中介变量进而影响到区域创新效率。若异号，则存在遮掩效应，即中介变量所起到的间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实际影响效果。成果转化阶段的中介效应检验操作同上。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区域创新效率
表格5显示的是，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份在科技研发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同时将其划分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这4个区域。在科技研发阶段，中国30个省市的区域创新效率均值为0.561，年均下滑率为3.67%，四大区域的创新效率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0.720）、中部（0.614）、东北（0.452）、西部（0.417）地区。其中一共有17个省市在该阶段的创新效率均值高于0.561，从高到低依次为北京、浙江、广东、江苏、安徽、上海、四川、福建、陕西、重庆、河南、广西、江西、天津、山东、湖南、湖北，其中有8个省市位于东部地区，5个省市位于中部地区，4个省市位于西部地区。仅有北京和浙江这两个省市的综合创新效率始终达到前沿面，创新效率值始终为1。广东和江苏的创新效率均值仅次于北京和浙江，分别为0.923和0.913，且广东省在2012年、2013年、2014年的创新效率值也均达到1。此外，在2012-2018年间，仅有上海和福建这两个省市在科技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年均增长率为正值。上海市在该阶段的创新效率均值为0.739，年均增长率为0.43%；福建省在该阶段的创新效率均值为0.683，年均增长率为1.37%。
表5 中国30个省份科技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
	区域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均值

	北京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天津
	0.808 
	0.722 
	0.734 
	0.547 
	0.556 
	0.508 
	0.479 
	0.622 

	河北
	0.669 
	0.573 
	0.586 
	0.502 
	0.476 
	0.497 
	0.405 
	0.530 

	上海
	0.724 
	0.734 
	0.750 
	0.741 
	0.764 
	0.719 
	0.743 
	0.739 

	江苏
	0.946 
	0.976 
	0.876 
	0.960 
	0.972 
	0.877 
	0.784 
	0.913 

	浙江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福建
	0.645 
	0.686 
	0.692 
	0.655 
	0.663 
	0.743 
	0.700 
	0.683 

	山东
	0.669 
	0.664 
	0.659 
	0.597 
	0.596 
	0.536 
	0.517 
	0.605 

	广东
	1.000 
	1.000 
	1.000 
	0.885 
	0.858 
	0.872 
	0.849 
	0.923 

	海南
	0.203 
	0.363 
	0.258 
	0.178 
	0.139 
	0.091 
	0.059 
	0.184 

	东部
	0.766 
	0.772 
	0.756 
	0.707 
	0.702 
	0.684 
	0.654 
	0.720 

	辽宁
	0.472 
	0.487 
	0.459 
	0.470 
	0.421 
	0.467 
	0.394 
	0.453 

	吉林
	0.397 
	0.762 
	0.341 
	0.331 
	0.298 
	0.337 
	0.241 
	0.387 

	黑龙江
	0.542 
	0.565 
	0.544 
	0.576 
	0.511 
	0.527 
	0.353 
	0.517 

	东北
	0.470 
	0.605 
	0.448 
	0.459 
	0.410 
	0.444 
	0.329 
	0.452 

	山西
	0.387 
	0.430 
	0.448 
	0.418 
	0.339 
	0.325 
	0.280 
	0.375 

	安徽
	0.906 
	0.912 
	0.866 
	0.924 
	1.000 
	0.780 
	0.783 
	0.882 

	江西
	0.447 
	0.566 
	0.609 
	0.486 
	0.749 
	0.820 
	0.688 
	0.624 

	河南
	0.652 
	0.719 
	0.682 
	0.590 
	0.604 
	0.658 
	0.588 
	0.642 

	湖北
	0.582 
	0.574 
	0.578 
	0.547 
	0.506 
	0.596 
	0.545 
	0.561 

	湖南
	0.670 
	0.685 
	0.664 
	0.623 
	0.507 
	0.552 
	0.485 
	0.598 

	中部
	0.607 
	0.648 
	0.641 
	0.598 
	0.618 
	0.622 
	0.562 
	0.614 

	内蒙古
	0.339 
	0.333 
	0.287 
	0.211 
	0.219 
	0.192 
	0.131 
	0.245 

	广西
	0.506 
	0.542 
	0.682 
	0.815 
	0.800 
	0.648 
	0.447 
	0.634 

	重庆
	0.637 
	0.674 
	0.766 
	0.628 
	0.648 
	0.620 
	0.550 
	0.646 

	四川
	0.782 
	0.820 
	0.860 
	0.636 
	0.628 
	0.642 
	0.578 
	0.707 

	贵州
	0.436 
	0.478 
	0.517 
	0.422 
	0.426 
	0.360 
	0.253 
	0.413 

	云南
	0.461 
	0.570 
	0.527 
	0.459 
	0.489 
	0.443 
	0.257 
	0.458 

	陕西
	0.666 
	0.771 
	0.745 
	0.667 
	0.612 
	0.634 
	0.511 
	0.658 

	甘肃
	0.358 
	0.372 
	0.336 
	0.284 
	0.233 
	0.208 
	0.132 
	0.275 

	青海
	0.066 
	0.083 
	0.079 
	0.082 
	0.076 
	0.058 
	0.044 
	0.070 

	宁夏
	0.344 
	0.296 
	0.296 
	0.233 
	0.238 
	0.210 
	0.108 
	0.246 

	新疆
	0.234 
	0.335 
	0.305 
	0.275 
	0.210 
	0.176 
	0.115 
	0.236 

	西部
	0.439 
	0.479 
	0.491 
	0.428 
	0.416 
	0.381 
	0.284 
	0.417 

	全国
	0.585 
	0.623 
	0.605 
	0.558 
	0.551 
	0.537 
	0.467 
	0.561 


表格6显示的是，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在成果转化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在成果转化阶段，中国30个省市的区域创新效率均值为0.730，年均增长率为1.68%，四大区域的创新效率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中部（0.899）、东部（0.843）、东北（0.633）、西部（0.560）地区。共有17个省市在该阶段的创新效率均值高于0.730，从高到低依次为北京、天津、广东、河南、湖南、浙江、陕西、上海、安徽、江苏、山东、重庆、江西、湖北、河北、吉林、辽宁，其中有8个省市位于东部地区，5个省市位于中部地区，2个省市位于西部地区，2个省市位于东北地区。北京、天津、广东、河南这4个省市的创新效率均值为1，表示这4个省市在科技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始终达到前沿面。与科技研发阶段不同的是，在成果转化阶段我国30个省市中有半数的省市创新效率年均增长率为正值，其中吉林省的年均增长率最大，达到19.01%，该省的创新效率均值为0.813，高于均值0.730。
表6 中国30个省份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
	区域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均值

	北京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天津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河北
	0.724 
	0.950 
	0.788 
	0.825 
	0.758 
	1.000 
	1.000 
	0.864 

	上海
	1.000 
	0.960 
	0.853 
	0.902 
	0.978 
	1.000 
	1.000 
	0.956 

	江苏
	0.975 
	1.000 
	0.961 
	0.904 
	0.829 
	0.877 
	1.000 
	0.935 

	浙江
	1.000 
	1.000 
	1.000 
	1.000 
	0.957 
	0.975 
	0.995 
	0.990 

	福建
	0.692 
	0.655 
	0.601 
	0.617 
	0.555 
	0.650 
	0.744 
	0.645 

	山东
	1.000 
	1.000 
	0.961 
	0.969 
	0.963 
	0.895 
	0.713 
	0.929 

	广东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海南
	0.139 
	0.130 
	0.165 
	0.111 
	0.090 
	0.081 
	0.084 
	0.114 

	东部
	0.853 
	0.870 
	0.833 
	0.833 
	0.813 
	0.848 
	0.854 
	0.843 

	辽宁
	0.877 
	0.774 
	0.631 
	0.765 
	0.706 
	0.880 
	0.690 
	0.760 

	吉林
	0.352 
	0.671 
	0.904 
	1.000 
	0.936 
	0.827 
	1.000 
	0.813 

	黑龙江
	0.342 
	0.371 
	0.308 
	0.318 
	0.276 
	0.294 
	0.375 
	0.326 

	东北
	0.524 
	0.605 
	0.614 
	0.694 
	0.639 
	0.667 
	0.688 
	0.633 

	山西
	0.511 
	0.486 
	0.605 
	0.553 
	0.636 
	0.979 
	1.000 
	0.681 

	安徽
	0.941 
	0.973 
	0.895 
	0.991 
	0.950 
	0.997 
	0.931 
	0.954 

	江西
	0.725 
	0.852 
	0.671 
	1.000 
	0.935 
	1.000 
	1.000 
	0.883 

	河南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湖北
	0.790 
	0.847 
	0.781 
	0.824 
	0.890 
	1.000 
	1.000 
	0.876 

	湖南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91 
	0.999 

	中部
	0.828 
	0.860 
	0.825 
	0.895 
	0.902 
	0.996 
	0.987 
	0.899 

	内蒙古
	0.418 
	0.356 
	0.431 
	0.401 
	0.386 
	0.667 
	0.722 
	0.483 

	广西
	0.699 
	0.579 
	0.622 
	0.827 
	0.748 
	0.713 
	0.675 
	0.695 

	重庆
	0.834 
	1.000 
	1.000 
	1.000 
	1.000 
	0.777 
	0.765 
	0.911 

	四川
	0.611 
	0.521 
	0.525 
	0.507 
	0.521 
	0.752 
	0.724 
	0.594 

	贵州
	0.243 
	0.301 
	0.255 
	0.322 
	0.281 
	0.599 
	0.573 
	0.368 

	云南
	0.336 
	0.392 
	0.336 
	0.363 
	0.303 
	0.413 
	0.362 
	0.358 

	陕西
	0.944 
	1.000 
	0.954 
	1.000 
	0.885 
	1.000 
	1.000 
	0.969 

	甘肃
	0.829 
	0.936 
	0.598 
	0.900 
	0.366 
	0.758 
	0.711 
	0.728 

	青海
	0.334 
	0.517 
	0.245 
	0.757 
	0.170 
	0.625 
	0.141 
	0.398 

	宁夏
	0.255 
	0.234 
	0.265 
	0.200 
	0.211 
	0.308 
	0.317 
	0.256 

	新疆
	0.300 
	0.422 
	0.517 
	0.487 
	0.251 
	0.299 
	0.547 
	0.403 

	西部
	0.528 
	0.569 
	0.523 
	0.615 
	0.466 
	0.628 
	0.594 
	0.560 

	全国
	0.696 
	0.731 
	0.696 
	0.751 
	0.686 
	0.779 
	0.769 
	0.730 


表格7显示的是，研究时段内我国30个省市在科技研发阶段与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均值及其分解情况。中国30个省市在科技研发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均值为0.561，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852，规模效率均值为0.664；在成果转化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均值为0.730，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918，规模效率均值为0.788。可以发现，中国30个省市在双阶段纯技术效率的平均水平都较高，而规模效率的平均水平较低，说明双阶段区域创新的规模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各省域决策主体的管理水平虽然都较高，但还有进步的空间。整体来看，我国在成果转化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要明显高于在科技研发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所以加强基础研究，注重自主创新仍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表7 中国30个省份科技研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均值
	地区
	科技研发阶段
	成果转化阶段

	
	TE
	PTE
	SE
	TE
	PTE
	SE

	北京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天津
	0.622 
	0.785 
	0.791 
	1.000 
	1.000 
	1.000 

	河北
	0.530 
	0.726 
	0.729 
	0.864 
	0.926 
	0.930 

	上海
	0.739 
	0.781 
	0.948 
	0.956 
	0.968 
	0.988 

	江苏
	0.913 
	0.987 
	0.924 
	0.935 
	0.959 
	0.975 

	浙江
	1.000 
	1.000 
	1.000 
	0.990 
	0.995 
	0.995 

	福建
	0.683 
	0.872 
	0.786 
	0.645 
	0.726 
	0.887 

	山东
	0.605 
	0.644 
	0.940 
	0.929 
	0.951 
	0.974 

	广东
	0.923 
	0.995 
	0.928 
	1.000 
	1.000 
	1.000 

	海南
	0.184 
	1.000 
	0.184 
	0.114 
	0.968 
	0.118 

	东部
	0.720 
	0.879 
	0.823 
	0.843 
	0.949 
	0.887 

	辽宁
	0.453 
	0.595 
	0.765 
	0.760 
	0.811 
	0.938 

	吉林
	0.387 
	0.706 
	0.535 
	0.813 
	0.957 
	0.836 

	黑龙江
	0.517 
	0.783 
	0.663 
	0.326 
	0.624 
	0.525 

	东北
	0.452 
	0.695 
	0.654 
	0.633 
	0.797 
	0.766 

	山西
	0.375 
	0.758 
	0.508 
	0.681 
	0.858 
	0.786 

	安徽
	0.882 
	0.965 
	0.912 
	0.954 
	0.977 
	0.976 

	江西
	0.624 
	0.898 
	0.688 
	0.883 
	0.984 
	0.895 

	河南
	0.642 
	0.842 
	0.764 
	1.000 
	1.000 
	1.000 

	湖北
	0.561 
	0.684 
	0.822 
	0.876 
	0.919 
	0.952 

	湖南
	0.598 
	0.753 
	0.794 
	0.999 
	0.999 
	1.000 

	中部
	0.614 
	0.817 
	0.748 
	0.899 
	0.956 
	0.935 

	内蒙古
	0.245 
	0.800 
	0.312 
	0.483 
	0.847 
	0.563 

	广西
	0.634 
	0.954 
	0.663 
	0.695 
	0.922 
	0.753 

	重庆
	0.646 
	0.898 
	0.721 
	0.911 
	0.962 
	0.945 

	四川
	0.707 
	0.828 
	0.851 
	0.594 
	0.639 
	0.927 

	贵州
	0.413 
	0.963 
	0.429 
	0.368 
	0.852 
	0.420 

	云南
	0.458 
	0.906 
	0.505 
	0.358 
	0.776 
	0.463 

	陕西
	0.658 
	0.823 
	0.798 
	0.969 
	1.000 
	0.969 

	甘肃
	0.275 
	0.762 
	0.359 
	0.728 
	0.979 
	0.740 

	青海
	0.070 
	1.000 
	0.070 
	0.398 
	1.000 
	0.398 

	宁夏
	0.246 
	0.998 
	0.247 
	0.256 
	0.975 
	0.262 

	新疆
	0.236 
	0.853 
	0.277 
	0.403 
	0.975 
	0.412 

	西部
	0.417 
	0.890 
	0.476 
	0.560 
	0.902 
	0.623 

	全国
	0.561 
	0.852 
	0.664 
	0.730 
	0.918 
	0.788 



3.2 财政分权对双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检验
考虑到双阶段区域创新效率值以及中介变量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和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值均介于[0,1]之间，具有截断特征，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到的结果往往有偏差，并且不具有一致性，所以本文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进行回归。
表8中的第（1）列显示了对公式5的检验，即在不考虑中介变量的前提下，财政分权对于科技研发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科技研发阶段所聚焦的大多为基础性研究，且主要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参与，所以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但现阶段财政分权对科技研发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还未完全显现出来，还需进一步的完善财政分权体系。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对于科技研发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外开放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大量的资本，而且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生产技术，为区域创新增添新动力。高水平人力资本是区域创新发展的支撑点，因为在科研创新过程中所涉及方法技术的学习、引入、吸收、改进都需要以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为前提。而金融发展水平则关联到区域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则说明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可以投向科技创新领域，则越有助于推动科技研发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而基础设施水平、城镇化水平则对科技研发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都归属于具有经济性公共物品的生产性支出，如果过度投入会挤压科研创新资金，不利于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表9中的第（1）列显示了对公式10的检验，即在不考虑中介变量的前提下，财政分权对于成果转化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负向的抑制作用，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假设1得以验证。这可能是由于从区域创新投入到最终的区域创新产出所需时间较长，且这期间可能会存在无效产出或者产出不达预期的风险，所以在“晋升锦标赛”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则更倾向于投资短期内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建类项目，使得可投向区域创新成果转化阶段的资金减少，而资本投入的减少势必掣肘成果转化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产业结构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均对成果转化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基础设施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其影响并不显著。成果转化阶段囊括上一阶段科研产出的测试、应用、转化、生产等，所以产业结构水平越高，即第二产业越发达，则越有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批量生产。而且该阶段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以提升其生产效率，所以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则越有利于成果转化。此外，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则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生产，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落地。
表8 财政分权对科技研发阶段区域创新效率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科技研发阶段——区域创新效率

	
	（1）
	（2）
	（3）

	财政分权
	0.111（0.15）
	-1.218*（-1.69）
	-0.146（-0.17）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
	
	5.429***（3.80）
	

	政府财政支出效率
	
	
	-0.072（-0.52）

	对外开放
	0.628***（4.50）
	0.636***（4.95）
	0.617***（4.39）

	人力资本
	0.312***（3.07）
	0.327***（3.53）
	0.320***（3.10）

	基础设施
	-1.424***（-4.94）
	-1.623***（-5.71）
	-1.411***（-4.92）

	城镇化
	-1.328***（-4.25）
	-1.490***（-4.85）
	-1.244***（-3.53）

	金融发展
	1.591**（2.18）
	1.931***（2.72）
	1.600**（2.19）

	常数项
	-1.316（-1.60）
	-0.328（-0.41）
	-1.174（-1.38）

	Log likelihood
	175.267
	182.199
	175.403

	Wald chi2（7）
	125.680***
	146.500***
	126.330***

	LR检验
	297.210***
	178.180***
	277.920***


注：1）括号内为参数估计标准误，*、**、***分别代表10%、5%、1%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为t值。下同。
表9 财政分权对成果转化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成果转化阶段——区域创新效率

	
	（1）
	（2）
	（3）

	财政分权
	-2.771**（-2.55）
	-3.188***（-3.17）
	-1.377（-1.03）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
	
	5.905**（2.49）
	

	政府财政支出效率
	
	
	0.349*（1.70）

	产业结构
	0.989*（1.86）
	1.035**（2.09）
	1.186**（2.31）

	对外开放
	0.650**（2.30）
	0.408（1.47）
	0.550*（1.93）

	人力资本
	0.444***（2.99）
	0.383***（2.72）
	0.409***（2.78）

	基础设施
	0.325（1.02）
	0.241（0.77）
	0.227（0.71）

	金融发展
	2.558（1.48）
	2.479（1.50）
	2.458（1.46）

	常数项
	-0.988（-0.69）
	-0.261（-0.91）
	-2.144（-1.38）

	Log likelihood
	15.242
	18.239
	16.636

	Wald chi2（7）
	37.010***
	52.050***
	44.610***

	LR检验
	112.140***
	99.870***
	97.990***



3.3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间接效应检验
表格10显示了双阶段财政分权对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可以看出，双阶段财政分权对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始终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即公式6的系数显著。说明财政分权会提升地方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支出，这是因为在官员政绩考核中逐渐弱化GDP指标，并将范围扩大至科技创新、资源消耗、劳动就业等指标，敦促地方政府加大对于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
表格8的第（2）列是对公式8的检验结果，在将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进行控制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科技研发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仍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说明公式8的系数显著。系数与均显著，说明该阶段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所起到的间接效应存在且显著。与此同时，可知公式8的系数为-1.218，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财政分权与科技研发阶段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直接效应。即在将控制变量与中介变量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控制后，财政分权对于科技研发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因为系数与乘积异号，说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所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财政分权对科技研发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负向作用，遮掩效应为71.25%。
表格9的第（2）列是对公式11的检验结果，在将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进行控制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成果转化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与均显著，说明该阶段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所起到的间接效应存在且显著。公式11的系数为-3.188，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财政分权与成果转化阶段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即在将控制变量与中介变量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进行控制后，财政分权对于成果转化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因为系数与乘积异号，说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所产生的间接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财政分权对成果转化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负向作用，遮掩效应为31.69%。
从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间接效应检验结果来看，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分权对双阶段区域创新效率作用过程中存在间接效应，即财政分权刺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提升，而政府科技创新支出的增加将推动区域创新活动的进行，有利于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所以，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所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财政分权对于双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负向抑制作用，H3得以验证。但两阶段的遮掩效应存在差异，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科技研发阶段所起到的遮掩效应（71.25%）要大于在成果转化阶段的遮掩效应（31.69%），说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升级，更有助于降低财政分权对科技研发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从而有助于科技研发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这是因为与成果转化阶段相比，科技研发阶段的周期短、风险低，政府更愿意在该阶段投入资金。
表10 双阶段财政分权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分析
	因变量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

	
	科技研发阶段
	成果转化阶段

	财政分权
	0.160***（4.45）
	0.171***（4.60）

	经济发展
	0.015***（5.67）
	0.016***（5.80）

	产业结构
	0.001（0.10）
	0.002（0.11）

	对外开放
	0.013**（2.05）
	0.008（0.98）

	人力资本
	0.000（0.07）
	0.001（0.28）

	金融发展
	-0.100**（-2.29）
	-0.107**（-2.12）

	常数项
	-0.275***（-2.29）
	-0.306***（-7.39）

	Log likelihood
	824.577
	812.347

	Wald chi2（7）
	103.600***
	104.320***

	LR检验
	197.710***
	213.440***



3.4 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间接效应检验
表格12显示的是双阶段财政分权对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可以看出，双阶段财政分权对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始终存在负向的抑制作用，且也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即公式7的系数显著。说明财政分权会抑制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增长，这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官员为获得晋升，会选取回报快、风险低、收益高的基建类项目进行投资，而这种行政决策并未考虑居民的真实意愿和诉求，所以导致财政支出效率的降低。
表格8的第（3）列是对公式9的检验结果，在将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进行控制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对科技研发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负向作用但并不显著。所以采用Bootstrap检验法，以检验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在财政分权与科技研发阶段区域创新效率之间起到间接效应是否显著，见表格11。经检验，发现间接效应为-2.423，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置信区间为[-3.593,-1.253]，说明间接效应存在且显著。此外，公式9 的系数为-0.146但并不显著，则只考虑中介效应的存在，即财政分权通过降低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进一步抑制科技研发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表格9的第（3）列是对公式12的检验结果，在将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进行控制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对于成果转化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与据显著，说明该阶段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所起到的间接效应存在且显著。从表可知公式12的系数为-1.03
但并不显著则只考虑中介效应的存在，即财政分权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抑制成果转化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间接效应检验结果来看，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在财政分权对双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且财政分权通过财政支出效率都对两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产生抑制作用，即H2得以验证。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虽然我国政府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寻租活动的存在，使得贪污腐败屡禁不止。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财政支出上的公开性、透明性、合理性，阻碍区域的创新发展。
表11 科技研发阶段财政支出效率的间接效应Bootstrap检验
	财政支出效率
	财政分权

	
	系数
	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2.423***（-4.06）
	[-3.593,-1.253]

	直接效应
	-1.338**（-1.96）
	[-2.673,-0.003]



表12 双阶段财政分权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分析
	因变量
	政府财政支出效率

	
	科技研发阶段
	成果转化阶段

	财政分权
	-3.640***（-9.34）
	-2.772***（-6.32）

	经济发展
	0.180***（5.63）
	0.142***（4.18）

	产业结构
	-0.465***（-3.12）
	-0.449**（-2.56）

	对外开放
	0.130*（1.71）
	0.246***（2.75）

	城镇化
	0.572***（2.89）
	0.539**（2.38）

	金融发展
	-1.115***（-2.66）
	-0.391（-0.79）

	常数项
	1.613***（4.51）
	1.218***（2.90）

	Log likelihood
	325.312
	318.101

	Wald chi2（7）
	455.620***
	428.350***

	LR检验
	296.550***
	277.530***


3.5 异质性检验
为进一步研究财政分权对两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本文将总样板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子样本后再分别进行中介效应回归检验。
在东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分权与两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而财政支出效率所起到的间接效应十分显著。其中，在科技研发阶段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所起到的间接效应会掩盖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在成果转化阶段，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其可通过降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间接抑制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在中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在财政分权与两阶段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而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仅在科技研发阶段的间接效应显著。但由于财政分权对科技研发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仅考虑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即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升级在财政分权与科技研发阶段区域创新效率之间起到抑制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对于科技创新领域的支持过度，造成创新资源的冗余浪费，而导致创新水平下降。
在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分权与两阶段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而政府财政支出效率仅在科技研发阶段的间接效应显著。从实证结果来看，财政分权对科技研发阶段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所起到的间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负面影响，遮掩效应为54.33%。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将区域创新过程划分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基于国内30个省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测度了我国30个省市双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Tobit模型，检验财政分权对两阶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到区域异质性问题，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进行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综合来看，我国在成果转化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要普遍高于在科技研发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在双阶段中，东部地区仍然是我国科研创新的主阵地，像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区在研究时段内一度达到效率前沿面上；中西部地区则推动我国科研创新的中流砥柱，不仅有丰富的创新型人才，还有许多有待开发利用的资源、土地等，这些都为区域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北地区在双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虽然都较低，但由于其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在成果转化阶段表现还较为良好。
（2）从科技创新的两阶段来看，财政分权对于研发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成果转化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抑制作用，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相比较而言，科技研发阶段的风险更大、周期更长，是社会资本缺乏投入激励的阶段。尤其是突破性的基础研究具有正外部性，最能代表科技创新的源头和方向，地方政府无论是出于政绩考核需要，还是基于自发的创新发展战略需求，都更倾向于资助科技研发阶段的创新。财政分权对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财政支出结构或财政支出效率存在中介效应。而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是由企业主导的，政府主要发挥桥梁作用。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识别科研成果市场价值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导致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的脱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科技研发阶段的偏好，会直接导致成果转化阶段的资金挤出效应，造成该阶段人力、物力等要素投入相对匮乏，从而抑制了该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3）在引入财政支出结构作为中介变量后，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财政支出结构的中介效应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财政分权对两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形势下，地方政府财权越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资金投入就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短视近利行为所造成的区域创新效率损失。而且科技研发阶段的遮掩效应相对更大，达到71.25%，这可能是因为财政资金更多流向科技研发阶段，这一点与结论（2）相佐证。同时，在创新引领发展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出台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利好政策，会引导企业等微观主体积极开展成果转化工作，从而弱化财政分权对成果转化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
（4）在引入财政支出效率作为中介变量后，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对两阶段区域创新效率不都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仅存在中介效应。换言之，财政分权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而抑制双阶段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在晋升锦标赛机制下，地方政府选择将更多资金投向短期能带动GDP增长的基建领域，缩减卫生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同时政府官员换届所产生的政策不连续，也会降低财政支出效率，进而削弱地方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持续支持力度，导致双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均有损失。
4.2 建议
根据上述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推动区域协同创新，注重资源合理配置。在创新驱动区域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既要充分注重市场的协调配置作用，也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推动作用。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的紧密配合，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创新差距，推动区域间的创新效率差距趋于收敛，共同打造一个协同创新的体系。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自有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东北地区应提升经济水平，完善创新环境，推动产业升级；东部地区应扩大国内外交流合作，打造核心竞争力。
（2）增加科技研发投入，加强原创发明产出。目前我国的专利申请中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占比最大，发明专利因周期长、风险高、投资大而鲜有产出，所以要化解我国区域创新过程中两阶段脱节问题，需进一步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首先要加大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方面的财政投入，引导社会资本积极主动参与科研创新，同时要加强对科研创新成果的产权保护，维护研发主体的利益。其次，成果转化阶段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关键，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各地政府应加快搭建成果转化中试服务平台，推动国有企业主动承担起创新成果转化落地的重担，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创新成果市场化。
（3）转变政府供给模式，改善财政支出效率。在财政分权和晋升考核体制下，我国的财政支出效率普遍较低，所以中央政府应严控地方政府大项目及重点项目的投资审批，并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避免过度投资所造成的浪费。同时，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信息的透明度，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门户网站的建设和财政收支信息的披露，打破政府信息封闭现状。此外，随着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日益深入，可以在教育、医疗等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引入市场机制，将这些服务的供给权责逐步让渡给市场或非营利组织。
（4）完善财政分权体系，创新政绩考核指标。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会对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产生抑制作用，说明我国的财政分权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应进一步明确划分各级政府间的财权、事权，并在官员政绩考核中设置有关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环境治理等方面的硬性指标，破除“唯GDP”政绩观念。此外，在监督体系上，要发挥扁平化优势，扩大监督群体和反馈渠道，减少信息传递中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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